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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翰笙与国际左派学术界* ①

李自强

【提要】 陈翰笙是民国时期为数不多的活跃于国际学术舞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他的农

村经济思想，借鉴和吸收廖谦珂、考茨基和列宁的相关理论方法。在农村问题研究中，陈翰笙借鉴了

马札亚尔的研究路线并在相关问题上存在共识，但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判断存在明显差异。陈翰

笙与杜博洛夫斯基、魏特夫和沙发诺夫等国际左派学者的争鸣与对话，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其对马

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认识。陈翰笙与国际左派学术界的交往互动，反映出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

学者的理论构成是复杂多元的。
【关键词】 陈翰笙 马克思主义 农村经济 中国社会史

陈翰笙是民国时期为数不多的活跃于国际学术舞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① 1916—1922 年，

他先后在美国波莫纳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1922—1924 年在德国柏林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27
年，他到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海外策源地———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职，与国际马克思

主义学者近距离接触并有所争论。1936—1939 年，陈翰笙又供职于美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主持《太

平洋事务》的日常编务工作，以此为平台得以与不同流派的域外学者展开更广泛的交流互动。② 当前

学界对陈翰笙与国际学术界的关系虽有所涉及，但仍缺乏专门考察，特别是其与国际左派学术界关

联的考察。③ 因此，本文将集中探析 1949 年以前陈翰笙与国际左派学术界的关联异同，④借以展示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发展史的一个重要侧面。

83

①

①

②

③

④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文献的调查、整理和研究( 1900—1949) ”( 项目编号: 18ZDA169 )

的阶段性成果。
陈翰笙与后来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学者有所不同，或与他受到“复调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有关。参见许纪霖: 《五四知识分子通

向列宁主义之路( 1919—1921) 》，《清华大学学报》2020 年第 5 期。
太平洋国际学会(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是 1925 年由美国夏威夷的基督教青年会发起，联合太平洋沿岸国家的知识界和商

界人士组成的国际民间学术组织。总部最初设在夏威夷，后来迁到纽约。它长期对太平洋地区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中国农村调查是其重要资助方向之一。《太平洋事务》是该学会国际秘书处下属刊物。该学会在 1925—1960 年通过举办会议、
资助项目和出版学术著作等产生过极大的国际影响力。
这类论著有 Yung-chen Chiang，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1919 － 1949，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pp. 159 － 221; 何宛昱:《陈翰笙与托尼的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20 年第 1 期; 范世涛:《陈翰笙与国立中央

研究院无锡农村经济调查》，《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 年第 5 期; 李晔:《陈翰笙学术思维的中西文化融合性》，《新视野》2008 年

第 2 期; 赵晓阳:《解决农村经济问题的路径差异与思想根源———陈翰笙和卜凯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经济学动态》2014 年第 1
期; 麦金农:《陈翰笙与太平洋国际学会》，“近代中国、东亚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山东，2006 年; 郑京辉:《中国近代农业

经济学兴起述论———以卜凯与陈翰笙代表的农业经济学为侧重》，《中国农史》2013 年第 4 期。
本文讨论的“国际左派学术界”，是指在国际学界、理论界能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概念、术语等开展学术研究的群

体，主要集中于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及各国共产党学者，如列宁、考茨基等革命理论家，以及马札亚尔、魏特夫、廖谦珂、沙发诺

夫、杜博洛夫斯基等学者，都属于国际左派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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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翰笙与国际左派学术界

一、对国际马克思主义农村经济思想的择取

陈翰笙留学欧美期间研习经济史、国际关系史，1924 年归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讲授欧美通史和

史学史课程。此时的陈翰笙仍是一位学院派自由学者，他对唯物史观的接受和运用是一个渐进的过

程，①始于对《资本论》的研读。据其回忆:“通过学习《资本论》，使我懂得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

律，了解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相比之下，我过去在欧美学的历史却没有使我了解历史，

而只是些史料、史实的堆砌。”②此外，他还通过《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和《家庭、私
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经典论著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1926 年，陈翰笙被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

《国际通讯》吸纳为供稿人，为共产国际秘密工作。
1927 年陈翰笙赴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职，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运用有了

更深入的认识。由此，他开始以解决中国本土问题为导向，有选择性地引介和吸收国际上的农业经

济学理论，构建一套中国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和研究规范，走上运用马克思主义

话语分析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道路。
以往学界公认陈翰笙的农村经济研究以生产关系为中心，却未对其理论来源加以追溯，缺失了

认识陈翰笙及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为陈翰笙的农业经济研究指明基本方向和

路径的是 1928 年出版的苏联农业经济学家廖谦珂( P. E. Leashenk，亦译列亚申科) 的《农业经济学》
一书。这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概论，在苏联、日本和中国学界都引起不少的关注，吴觉农、
薛暮桥等人将该书译介到国内。廖书出版之时，陈翰笙恰在莫斯科就任共产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研

究员，其对《农业经济学》当有所注意。1929 年归国后的陈翰笙开始组织农村经济的调查研究，而廖

氏该书对于陈翰笙及其领导的农村经济调查诸学人有直接影响。薛暮桥据此编写《农村经济底基本

知识》一书。③ 1935 年 7 月，孙冶方发表在《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十期上的《农村经济学底对象》一文

与《农业经济学》第一章“农业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的相关观点高度一致。
陈翰笙将农业经济研究聚焦于生产关系维度，正与廖谦珂的主张相契合。廖氏在书中认定，农

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农业经济现象和社会关系:“为一般理论经济学之特殊部分的农业经济学，是

从这许多社会关系的总体中，把农业活动的过程里的人类的各种社会关系和农业上的现实的各种经

济现象，分离开来作为其研究对象。”④该书上卷以土地所有制为中心，批评了当时农业经济学中的

自然主义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强调了生产关系在农业研究中的中心地位。陈翰笙对农业经济

学研究对象的认识显受廖氏影响，他指出: “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社会的基础结构，这是真

正社会学的研究的出发点。”农村诸问题的中心“是集中在土地之占有与利用，以及其他的农业生

产的手段上: 从这些问题，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农村生产关系，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和

社会意识”。⑤ 陈翰笙的农村调查便以生产关系为中心展开，这也成为其农村经济研究的主要特点。
20 世纪 30 年代，国内理论界尚未就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重点形成共识。在中国农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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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宛昱:《陈翰笙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史学理论研究》2016 年第 2 期。
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任雪芳整理，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4 页。
薛暮桥:《农村经济底基本知识》，新知书店 1946 年版，“作者自序”，第 1 页。
廖谦珂:《农业经济学》上册，吴觉农等译，黎明书局 1934 年版，第 4—5 页。
陈翰笙:《中国的农村研究》，《劳动季刊》第 1 卷第 1 号，1931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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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论战中，以王宜昌为代表的“中国经济派”诸人更倾向于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拉狄克等人的主

张，①将生产力要素作为考察农村社会性质的决定因素，这也使得他们对农村社会性质的判断与以陈

翰笙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产生直接冲突。廖谦珂的《农业经济学》在这场争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论战主将王宜昌曾指证“中国农村派”诸学人主要援引廖氏的理论，对其进行批评。② 陈翰笙一

系学人与廖谦珂的学术渊源由此可见一斑。
除纯学理层面外，陈翰笙还从革命理论家的农村实践中寻求经验。第二国际领袖考茨基《土地

问题》一书中的农业经济学思想也为陈翰笙提供了重要参考。考茨基旨在批判 19 世纪末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论证了小农必然消亡的理论，阐明了资本主义在工业与农业中的不同

发展路径。列宁曾称赞道:“考茨基的这本书是《资本论》第三卷以后最出色的一本经济学著作。”③

陈翰笙同样对该书推崇备至，认为:“从前考次基根据可靠的材料，详细分析西欧各国的农村经济，他

的那本著作，到现在还是一本最有价值的农村经济参考书，最近二三十年来还没有像他那样的著作

出版。”④因此，陈翰笙将宗华翻译的《土地问题》节本作为农村调查研究的参考资料，并于 1931 年以

《近代农村经济的趋向》为名出版。
陈翰笙显然从考茨基的研究中获得诸多灵感，并创造性地用于中国农村具体问题的分析。⑤ 但

我们更需留意陈翰笙对考茨基理论的针对性吸收。陈翰笙在《近代农村经济的趋向》序言中说道:

考茨基是“关于资本家社会的农村经济叙述得最具体分析得最深刻的一位学者”，而“外国工业资

本和金融资本早已侵入中国，并且有支配我们全部社会经济的威权。在中国研究社会学的人们当

然不能不明了那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家社会。这便是拿人体解剖作猿体解剖的

锁钥的一种用意”。该译本仅节选《土地问题》第五章“资本主义的农村经济”和第八章“资本主义

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农民”。但是，陈翰笙认为这“足够使我们了解近代农村经济的趋向”。⑥ 此

两章阐明了近代农村资本化的境况，恰与当时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有关农村资本化问题密切相关。
考茨基认为商品化与阶级分化是近代农村资本化的重要特征，但同时指出只有建立在资本家与

工人的阶级对立基础之上，完全符合价值律的商品生产才能称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⑦ 这为陈翰笙

驳斥当时国内理论界将农产品商品化简单比附为农村资本主义化的观点提供了依据。他认为商品

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发生，只有工业资本才是资本主义的形式。⑧ 尤其需要注意的

是，考茨基肯定商品化和阶级分化是资本主义化基本特征的同时，也言明这一过程中农民受剥削程

度的加深及旧生产方式的并存现象。陈翰笙的农村问题研究便专注于此一层面的论析。他认为农

产品商品化不但不能推动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反而“在现有土地制度的情形下，中国的农产越是商

品化，人民痛苦越利害”。⑨ 因此，陈翰笙也将商品化及阶级分化视为封建剥削加深的标志而非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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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将王宜昌等人冠以“中国经济派”并不妥当。由于王宜昌、张志澄等人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坚持“生产力决定

论”，本文为叙述的方便，仍沿用这一称谓。参见吴敏超:《“中国经济派”考》，《近代史研究》2010 年第 6 期。
王宜昌:《论生产方法———答何干之先生》，《思想月刊》第 1 卷第 4 期，1937 年 5 月。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77 页。
陈翰笙:《关于保定农村调查的一些认识》，《农业周报》第 41 期，1930 年 7 月。
Yung-chen Chiang，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1919 － 1949，pp. 174 － 177.
考茨基:《近代农村经济的趋向》，宗华译，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 1931 年版，“序”。
考茨基:《近代农村经济的趋向》，第 9—10 页。
陈翰笙:《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重要》，《北大日刊》第 2218 期，1929 年 7 月 27 日。
陈翰笙:《三十年来的中国农村》，《中国农村》第 7 卷第 3 期，1941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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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开始。由此可见，虽然的《土地问题》一书虽成为陈翰笙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一个范本，但陈翰

笙显然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较强的针对性。
在从事中国农村经济调查研究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发明的方法自然成为陈翰笙的主要借鉴。

陈翰笙的农户调查分类方法直接承袭自列宁，①但在分类标准方面较列宁又有所调整和修正。列宁

在对俄国农户分类时主要以生产资料的数量为标准，提出了“以占有土地和生产工具特别是马匹多

少来划分农村阶级和阶层的方法”。② 陈翰笙认为应“基于富力而同时参照雇佣关系”来划分农户类

型。③ 尽管陈翰笙在农户分类时兼顾物质因素和社会因素，但显然更侧重后者。他将是否存在剥削

关系视为其农户分类最为重要的因素，这与列宁侧重生产资料数量的分类标准明显不同。可以说，

陈翰笙在实地调查中调整和发展了列宁的理论，他“十分强调与中国社会现实的相适，努力把‘马列

主义’中国化，这与对手一味生搬硬套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在俄国农村发展的论证方法和结论适成鲜

明对照”。④

此外，还必须提到的是，陈翰笙分析农村经济问题时尤为重视《资本论》第三卷地租理论部分。
据侯外庐回忆: 陈翰笙“认为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最广大的革命基地在农村，当时

甚为流行的研究农村问题的倾向值得注意，这一研究亟须有正确的理论做指导。所以，他认为，《资

本论》应首先翻译第三卷的地租部分”。⑤ 不过，陈翰笙在研究中国农村经济时并未直接摘引《资本

论》，而是将其精神内核融合其中。⑥

综上可见，陈翰笙农村经济研究的理论来源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和实践，这就决定了

他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他既从纯学理层面找寻认识中国农村的路径，更吸收考茨基、列宁二人基于

农村革命实践的经验与方法。与此同时，陈翰笙对既有理论方法进行了改进和完善，而不过分拘泥，

这为其在国际论坛上发声做好了必要的知识与理论准备。

二、与马札亚尔论中国农村问题

陈翰笙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与马札亚尔( L. Madyar) 存在着诸多联系。⑦ 二人在中国农村问题

上，分歧与共识并存。但因马札亚尔曾卷入理论界的争斗而受到苏联官方压制，其学术思想也成为

批判的对象。这也导致以往学界更侧重两人分歧与对立的一面，对其学术关联的考察不够，从而出

现认识的偏差和误解。实际上，当时国内学界并未就马氏的理论形成统一的意见，其学说仍具有影

响力。而作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早期尝试者，陈翰笙在批判与借鉴中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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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极大反响。关于马札亚尔的生平，参见叶丽 主编: 《来自异国的朋友———在中国有过特殊经历的外国人》，解放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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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马札亚尔的超越。
1927 年，陈翰笙与马札亚尔共同任职于共产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其时马氏正在撰写《中国农

村经济研究》，该书认定中国是由水利决定的亚细亚社会，否定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认为近

代中国农村社会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的残余。这番言论引发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的激烈论争。
陈翰笙与马札亚尔也曾当面发生争论。陈翰笙在其回忆录《四个时代的我》中称:“我们有过几次接

触，但一谈到中国农村、中国革命，观点就迥然不同，还发生过几次激烈争论。”马氏认为中国农村因

农产品商品化而步入资本主义社会，而陈翰笙则坚称中国农村仍为封建社会性质。① 陈翰笙的这段

追述成为日后不少学者认识两者学术关系常常引述的史料，并由此演绎出两者针锋相对的情状。实

际上，陈翰笙的这段回忆并不能完全采信。马札亚尔并不认为中国农村已经资本主义化，他曾多次

明确指出商品经济并不足以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② 同时，马氏主张近代中国农村为亚细亚生产

方式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而非资本主义社会。可见，陈翰笙的上述追忆与二人当时所持观点是

有出入的。陈翰笙回忆文字的“失真”，与马札亚尔长期以来在学术史上被视为反面典型有直接关

系。马氏的理论客观上造成两种结果，即在政治上取消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在历史方法论上导向多

元论。由此，长期以来学界对马氏的批判往往与托派交织在一起。③ 陈翰笙同样受此种语境的影响，

将托派的“农产品商品化等同农村资本主义化”的观点视为马札亚尔的立场。这就引起学界对两者

学术关系认识的偏差。
与事后追述中的剑拔弩张不同，我们很少在现存文献中发现陈翰笙对马札亚尔的直接批评。自

苏联归国后，陈翰笙便委托西门宗华将马氏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一书节译，并于 1930 年以《中国

农村经济之特性》为名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宗华在“译者序言”中对该书给予很高的评价: “马嘉

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多年。本书分析中国农业的特性，描写中国农业衰落的情形，目光锐敏，理论透

彻，确是欧洲罕有的巨著。”④此后，陈翰笙的农村调查团成员王寅生( 叶民) 对宗华尚未翻译的其他

章节作了翻译。1932 年，王寅生陆续在《新创造》杂志译出另外四章。宗华的译本介绍了马氏关于

中国农村生产力层面的论析，而王寅生所译章节则与当时中国农村中最为切要的生产关系层面的议

题息息相关，对于陈翰笙开展中国农村调查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陈翰笙在《太平洋事务》杂志

发文介绍王寅生的《中国底高利贷资本商业资本与农民经济》和《中国土地私有财产底性质与发展》
两篇译文。需要注意的是，陈翰笙认为前篇译文让读者一瞥高利贷和贸易资本对中国的巨大影响，

说明资本是如何积累起来的，而生产方式并没有从根本上发生变化。⑤ 这也直接证明了陈翰笙回忆

马札亚尔时关于商业资本问题指责的不足信。1933 年，马札亚尔的《中国经济大纲》一书由徐公达

译出，该书从整体上分析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陈翰笙及时注意到该书的出版并跟进研读，将

其作为他领导的农村调查团成员的学习资料。⑥ 由此可见，陈翰笙与马札亚尔在学术上的对立与交

锋显然被夸大了。
实际上，陈翰笙在研究中国农村时很大程度上采纳了马札亚尔的路线。20 世纪 30 年代，欧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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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指导下的中国农村调查研究已在国内取得相当的影响力，其中卜凯( J. L. Buck) 的影响力最大。
他的调查侧重农场经营和土地利用问题，尝试从农耕技术层面探讨中国农村问题的解决方法，这在

当时的经济界取得普遍的认可。① 陈翰笙则对此有颇多不满，在他看来，卜凯的调查研究仅限于解决

农业问题，并不足以解决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
马札亚尔则为中国农村问题研究开启了新路径，他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一书中指明: “本书

之结构的方法，即从整个中国农村经济之特征为出发，以至于土地关系、阶级分化、市场及帝国主义

影响等分析。”②陈翰笙与马札亚尔采纳了类似的研究框架，所关注的议题大体一致。地权关系研究

是两人的核心问题，这也是与卜凯的显著不同。钱俊瑞认为，“就具体的研究中心来说，那末前此的

研究其中心问题是中国的农耕技术; 而本阶段的中心问题却是中国的土地问题”，而后者由马札亚尔

导其先路，陈翰笙一系学人则走着同样的路线。③ 而且，两人都将农村土地所有权集中与使用权分散

视为农村问题的症结所在，以及分析造成地权分配不均的社会阶级结构。不过，对于如何解决农村的土

地分配问题，陈翰笙并没有明确的说明，但他表现出对平均地权和减租减息的支持。④ 马札亚尔则希望

通过激烈的社会革命废除地主的土地私有制。⑤ 不惟如此，两人在农产品商品化、帝国主义与中国农

村、富农等议题上都表现出普遍的共识。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列宁将俄国农村的土地集中与农民分化视

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标志，但陈翰笙与马札亚尔认识到地主、官僚、士绅、帝国主义之间的依存性，是阻滞

中国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因而，二人得出与列宁相异的结论，判定近代中国农村尚未步入资本主

义阶段。这与托派所主张的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化的观点也有着明显不同。
但两人的分歧也是显而易见的，如陈翰笙认为农村土地绝大部分掌握在大地主手中。马氏虽然

承认土地占有权的集中，但并不认为两极分化十分严重。尤为重要的是，两人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

问题各执一见。陈翰笙认为中国农村是“半封建”社会，而马氏认为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残余。两人

观点的差异或许能从理论和材料两个层面加以解释。
长期以来，学界往往从政治逻辑说明陈翰笙与马札亚尔的学术观点形成的差异性，而忽视所用

材料的影响。与陈翰笙直接参与调查获取原始材料不同，马札亚尔更倚重其他研究者的资料，如俄

国学者佛林( M. Volin) 和约克( E. Yolk) 及农商部的官方资料。马氏深知这一缺陷: “可是因为一提

中国问题，并无可靠之事实与精确之统计，我们述其来源，如无十分特别可疑，已算为最好的了。”⑥相

较而言，陈翰笙的统计数据更为精确。他用批判的态度看待官方数据，并用实地调查来修正官方统

计的偏差。如他注意到官方统计资料中关于无锡地区稻田亩数标准与实际情况的偏差，遂通过实地

调查对此进行辨正。⑦ 统计数据的误差，对土地关系问题的分析有直接影响。陈翰笙就指出，马札亚

尔在分析广东土地分配问题时，因使用农民协会的资料而对贫农的土地占有的估计过高。⑧ 这不可

避免地影响到对该地区社会阶级关系的判断。可以说，材料的不同虽不至于一定产生截然相反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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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但影响了二人对中国农村问题的整体把握。
在理论层面，有学者认为两者的不同在于马札亚尔强调封建的“欧洲性”，而陈翰笙强调封建社

会的普遍性和多样性。① 不过，这样的区分似乎过于简单化。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产

生了“泛封建化”与“典型”封建的名实之争。究竟以欧洲“封土封国”的政体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为标

尺，还是以生产方式为中心的经济意义上的封建为标准，是理论界聚讼不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正统

派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持后一种说法，将“封建”的概念宽泛化，坚称秦朝至清末为中国的封建社会。②

马札亚尔显然以前者为出发点，认为井田制只是传说，中国并不存在封建社会。③ 陈翰笙表达了对后

一种说法的支持，认为:“从古代到近代，从奴隶买卖到‘个人自由’，这个演进的过程便是封建社会。
要明了这社会的本质，如同其它社会的一样，非剖析它的生产关系不可。”④他还明确指出封建经济的

三大特征: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农民被束缚于土地及农民对于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⑤

但是，陈翰笙也并非不受欧洲典型封建社会模式的规制，他曾明确指出土地不买卖是典型封建

社会的标志。⑥ 这反映了陈翰笙对土地法律关系及其政治内涵的重视。因此，陈翰笙尽管曾认可秦

朝以降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但在大多场合下仍认定中国的封建社会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已经崩

溃。⑦ 他往往以“典型的”“纯粹的”或“完全的”封建社会为参照，表明他对于封建的“欧洲性”并不

忽视。与此同时，陈翰笙认为秦朝之后的中国进入漫长的过渡期，他最初称之为“前资本主义社会”，

其后随着农村调查的深入，开始使用“半封建”社会的称谓。⑧ 由此来看，陈翰笙既看到经济基础对

社会性质的决定意义，同时又不忽视上层建筑的规制作用。他与马札亚尔都将前资本主义这一过渡

期拉长，显示出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不同主张。但马札亚尔的研究止步于对农村诸种生产方式

的描述，缺乏对其剥削方式的分析，因而并不能分辨何种生产方式占据主导位置，而仅以亚细亚生产

方式来笼统称之。相较而言，陈翰笙将研究更进一步从剥削关系入手，认定封建经济为中国农村经

济的主导，继而以“半封建”的概念来界定。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陈翰笙对马札亚尔思想的批判性与借鉴性并存。不过，自 20 年代 30

年代苏联理论界封杀马札亚尔的学说开始，国内学界便有意无意地撇清与马氏的学术关联。但如今

马氏的著作已在俄国学界重获认可，被赞誉为“引用的事实和论据如此之丰富，价值如此之高，以至

若干年来还没有一本书能超过它”。⑨ 因此，重新发现陈翰笙与马札亚尔的学术关联，不仅不会贬低

陈翰笙的学术贡献，相反能够体现出他吸收和超越国际左派学术的胸襟与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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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问题的争鸣和对话

陈翰笙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出版的《人类的历史》中便将社会史分为人类最初、父权制度、奴隶

制度、封建制度、商业制度、工业资本和财政资本七大时期，阐明了人类社会进化的基本过程。① 在中

国社会史论战中又有进一步的探讨，但学界对此鲜少注意。实则，他的中国社会史论与农村调查研

究是一脉相承的，皆是构建其社会经济理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考察陈翰笙与国际左派

学者的互动，能窥见其对中国社会史相关议题的基本立场。不过，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兴起的“学术

中国化”思潮将国际左派学术视为教条主义的产物，国内学界纷纷与之割席。此前中外左派学术的

互动成为学术史上的一股隐流。但发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一场国

际性论争，苏联、日本、中国的学者都卷入其中。苏联成为理论策源地，日本学者则将来自苏联的理

论与中国史和日本史研究具体结合起来。中国学者既对苏联的理论观点提出修正，又对日本的具体

研究加以取舍。② 这是这场论战中理论发展与流变的基本脉络。因此，若将双方的对接互动完全等

同于教条主义未免过于武断。我们至少从陈翰笙的案例看到，对国际左派学术观点进行甄选、批判

与吸收，不仅没有使其陷入教条主义的窠臼，反而使其成为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中的重要一员，为

中共革命理论的建构立下功勋。
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理论界围绕封建社会的定义、断限及其特殊性等问题争执不下，并由此

衍生出不同的解释模式。因与近代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息息相关，陈翰笙对上述问题也颇为关

注。主持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之后，陈翰笙十分注重与国际农业研究机构的交流。杜博洛

夫斯基( S. Dubrovsky) 主持的莫斯科国际农业问题研究所便是陈翰笙的互动对象之一，双方交换参

考资料并讨论相关专题。③ 1929 年，杜博洛夫斯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封建制度、农奴制度及商业

资本之本质问题》出版，该书反对将亚细亚生产方式视为独特的社会阶段，并提出应从生产关系和剥

削关系来理解封建社会的本质问题，由此指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那里是封建的或农奴的生产

方法占优势，而且现在还占优势”。④ 杜氏该书对封建社会的本质、生产方法、基本要点、各国的特点

以及与其他经济结构要素的关系有专门的论述，因而一时间成为理论界反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力

作。
陈翰笙很快便注意到杜氏关于封建社会本质问题的观点。就在杜书出版的次年，陈翰笙便在

《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一书中表达对杜氏的认同，他批评“那些专门注意到土地所有的大小，

或僧侣政治的有无，或集权分权的差异，或地主是否有司法权的人们便错认了封建组织的根本。他

们因为忽略了农民与地主间的生产关系及掠夺方式，所以不能明白封建社会的本质。”这样的论述正

与杜氏关于封建社会本质的观点保持一致。与此同时，陈翰笙还注意到杜氏关于商业资本与封建社

会关系问题的论述，认识到商业资本虽然起着瓦解封建制的作用，但其本身并不能单独创立一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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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翰笙:《人类的历史》，北新书局 192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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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构造。① 而作为调查中国农村的理论指导书，《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多处引用杜氏的观点，

足见陈翰笙对其有关封建社会理论的重视。依此来看，陈翰笙对中国近代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判断

也与杜氏的理论不无关系。
但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者对中国的封建社会问题另有看法，尤其是对帝制时代的中国社会有不同

的解释模式。1931 年，亚细亚派代表人物魏特夫( K. A. Wittfogel) 的《中国经济与社会》出版，他以水

利灌溉为基础，将中国社会史分为三期，即黄帝至殷代为奴隶社会、周至秦代为封建社会、秦至近代

则为官僚国家。陈翰笙是最早注意到该书的中国学者，1931 年在《太平洋事务》和《社会科学季刊》
同时发文进行评论。他认为:“作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问题的第一部长篇巨作，这部近八百

页篇幅的著作显然是解决中国经济和社会难题的一个崭新尝试。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它却

是一个失败。”他指责魏特夫仅仅阐明中国在控制水利中形成所谓官僚社会，却没有说明其国家性质

问题，这是因为魏氏“不敢阐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在总体上仅仅是控制生产的那个阶级的经

济愿望的概括的表现形态的理论”。② 显然，陈翰笙并不认同魏氏对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有关水

利、官僚、亚细亚生产方式等概念的过度阐释。他进一步追寻官僚阶层的阶级性，试图从剥削关系来

解释所谓的东方社会问题。在陈翰笙看来，帝制时代的中国虽然不是典型的封建社会，但仍以封建

经济为主导，他用“半封建”的概念来说明。这样实际上就把魏氏的东方社会理论回归到马克思主义

的一般法则之内。
1935 年，在日本东洋文库工作的陈翰笙与到访东京的魏特夫同游。对于这次会面，陈翰笙后来

回忆:“魏特夫对东方社会颇有些荒谬的看法，我与他经常争论不休。”③1936 年陈翰笙进入太平洋国

际学会后，两人的学术交往开始密切。陈翰笙在《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一书中有意与魏特夫形成

互动，认同后者关于小农耕作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观点。④ 与此同时，魏特夫也未对“半封建”概念

有过多抵触，反而认为二人的理论是相通的。1939 年，魏特夫为陈翰笙《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一

书英文版作导言时称赞陈翰笙揭示了官僚阶层对于中国社会的特殊作用，这对其东方官僚主义社

会理论是一种印证。尽管在论及中国社会性质时陈翰笙使用了“半封建”的概念，但魏氏认为概

念术语的差异虽大，两者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特殊性的分析都趋向半封建性的租佃关系及官僚背

景。⑤

魏特夫认为“半封建”概念所指示的地主、乡绅、官僚及高利贷者联合剥削农民阶级，从而导致中

国农村发展的滞后，这与其东方专制主义的社会结构是一致的。诚然，他们在社会经济结构的论述

上存在一定共识，但魏氏显然更着重分析建立在此种经济结构之上的政治体制，这是双方不可调和

的矛盾。随着魏氏从一名德共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蜕变为“东方社会停滞论”的说客，他的学术理论

也发生了变异，⑥其专制主义理论则已成为反共的工具。因而，魏特夫的观点始终未被大部分中国学

者接受。陈翰笙也刻意与之保持距离，两人本就不大的对话空间也不断收缩。
不过，魏特夫提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相较于欧洲典型的社会发展模式，该如何定义秦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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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翰笙:《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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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降中国社会发展的变异问题。尽管正统派史学家反对魏氏的特殊社会形态论，倾向于将周朝或春

秋战国至近代统称为封建社会，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正视这一问题。陈翰笙也曾就这一问题与魏

氏商榷。1946 年 4 月，陈翰笙在给威廉·L. 霍兰的信中说道:“我刚刚勾勒出关于‘东方社会’的某

些重要观点，我认为，‘东方社会’仅仅在周朝延续了大约 800 年。周朝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不同于

商朝，也不同于欧洲的封建主义。中国的封建主义始于公元前 2 世纪的秦朝; 当然，根据魏特夫的观

点，自秦朝以后，中国才是东方社会。”①显然，陈翰笙对所谓“东方社会”的认识不同于魏特夫，对“东

方社会”在中国历史上地位的判断更是相去甚远。
陈翰笙对沙发诺夫的“原始封建”概念最为认同。② 沙氏早在 1928 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发展史》

一书，认为中国长期以来是封建社会，私人奴隶劳动、贸易资本与封建领主的结合造成了中西封建制

度的不同，指出周朝是由野蛮人、游牧民与定居的封建制度结合的原始封建制时代。③ 1947 年，陈翰

笙致信《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的作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指出作者在书中使用的“制度化的军

事封建主义”实际上是指“原始封建社会”，认为: “中国的原始封建社会( 作为社会结构的氏族和部

落没有领土基础但有少量封建因素产生) 从公元前 600 年前后‘西周王朝’末年开始走向没落。”④无

独有偶，陈翰笙在调查西双版纳时再次申明周朝为原始封建制社会。⑤ 而作为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形

态，它不仅明确了秦朝前后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模式和演进逻辑，又没有超出社会发展的一般性法

则，在反对特殊社会形态论的同时又彰显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但随着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成为

正统，沙发诺夫的理论因否认中国的奴隶社会而成为被批判的对象，陈翰笙与沙氏早先的学术关联

也再无人提及。
从学术层面而言，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争源自马克思主义一般法则与中国特殊性之间的冲突。

国际左派学者为中国特殊发展路径提供了多样的解释模式，陈翰笙与上述学者的频繁互动使其与吕

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观察存在微妙的差异。原则上，他们都反对在一般法则

之外制造特殊社会论，但吕振羽等试图将中国的特殊性融入一般法则之内，寻找中国历史的“合法则

性”，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视作某一社会形态的“东方形式”。陈翰笙则倾向于用“过渡性”
形态来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路径，这不失为一种对既有公式的修正和完善。陈翰笙对马克思主

义社会形态理论的理解和运用更具弹性和自由度，也为其构建“半封建”理论奠定了基础。他之所以

能在中国社会史论战特别是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做出独特贡献，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与国际学术界的

交往。
由上可见，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学者，陈翰笙与国际学术界的交往是非常广泛的。他不仅驰骋

于国际马克思主义学术界，还通过太平洋国际学会拓展到美国汉学界。比如，陈翰笙与美国著名汉

学家拉铁摩尔建立了密切关系。同样注重实地调研的两人“彼此意气相投”，成为“最亲密的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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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翰笙:《解放前西双版纳土地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7—28 页。



史学理论研究 2021 年第 6 期

友”。① 拉铁摩尔在其名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也多处引用陈翰笙的研究成果。有学者还将美

国汉学家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模式追溯至 20 世纪上半期任职于太平洋国际学会的陈翰笙等人，

认为他们“自觉地从中国内部视角或以社会实情为基点来研究中国历史”，其内在理路与“中国中

心”模式是一脉相承的。② 如此说来，陈翰笙的研究对美国汉学界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通过发掘陈翰笙与国际学术界的关联，包括对域外学术的借鉴与批判，与域外学者的争鸣与互

动，可以发现 1949 年以前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构成是多元的，同时也显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

史学的丰富开放性。不惟如此，他们对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并非一味否定，而是既有批判又有吸收，

对其合理部分能够加以改造利用，使其融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和具体研究之中。但后来受二元

对立思维的支配，着意强调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正统与异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冲突

对抗，从而淡化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与其他学术对话互动的一面。因此，要准确还原早期马克思主义

学术的形成、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成长转变，必须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理论相互缠结的复杂

关系，只强调前者对后者的批判是远远不够的。这也是从中外学术交流角度考察马克思主义学术发

展时不应忽视的一个关键问题。

( 作者李自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邮编: 250100)

( 责任编辑: 敖 凯)

( 责任校对: 张舰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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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法国史学研究新趋势》

沈坚、乐启良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该书为国内法国史专业前沿作品集，收录

了自 2010 年以来中国法国史研究者在《史学理论研究》《历史研究》等主要史学刊物发表的 17
篇论文和 3 篇法国知名历史学家访谈录。论文涉及领域包括历史哲学、政治史、社会史、书籍

史、记忆史、身体史、情感史、气候史、环境史、企业史和全球史等，较为全面的呈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法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轮廓及其主要趋势。对米歇尔·弗维尔、莫娜·奥祖夫和安托

万·里勒蒂的访谈则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当代法国历史学家共同体革新史学的心路历程及其

取得的重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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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Hansheng and the International Leftist Academic Circles / / Li Ziqiang

Chen Hansheng was one of the few Chinese Marxist scholars who had been active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arena． He developed his thoughts on rural economy based on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works by P．
E． Leashenk，Kautsky，and Lenin． In his study of rural China，Chen followed L． Magyar's approach and
agreed with him on the related issues，but Chen apparently disagreed with the latter on his judgment of the
na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 His debate and dialogue with international leftists such as S． Dubrovsky，
K． A． Wittfogel，and G． Safarov further enhanced his understanding of Marxist theory of social forma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en Hansheng and the international leftists shows the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of Marxist scholars' theoretical composition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and the genealogy of
Chinese Marxism in China today has barely covered this aspect．

A Reassessment of Song Scholar-Officials' Theory on“Calamities and Anomalies”: A Case Study
on Su Shi / / Liu Liyun

Su Shi's theory of“calamities and anomalies”did not conform to the remarkabl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scholar-officials' theory recognized and summariz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s in the
past． Young Su Shi reformed the traditional theory corresponded catastrophe and personnel affairs to yin
and yang to interpret the meaning of disasters． However，middle-aged Su abandoned the theory and in his
later years，he affirmed its value and emphasized that Hong Fan Wu Xing Zhuan should not be easily
discarded． In this article，we reject pre-determined theory and value and return to historical context．
Quoting extensively from contemporaneous people's theory on“calamities and anomalies”，we re-examine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can see that the forms and evolution of Su Shi's theory of “calamities and
anomalies”at his different ages are very representative． Scholar-officials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opposed the theory of“a specific event corresponding to a certain catastrophe”，which was an over-reaction
to Emperor Renzong's Hong Fan Zheng Jian，a document that stress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olitical
events and natural phenomena． Yet the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 generating calamities and
the ignorance of “the will of heaven” eventually led to a return to the theory of “a specific event
corresponding to a certain catastrophe”． Taking Su's theory of“calamities and anomalies”as an entry
point，we can effectively examine the academic circles' understanding of issues such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 and rationalization in Song Dynasty．

The Development and Enlightment of Popular Novel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 Zhang
Jiange

The cre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popular novels had roughly undergone three stage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from the“Xiong Damu”mode under bookstore owners' control in the Jiajing-Wanli period，
the cooperative model between literati and bookstore owners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period，to the
separation of novel's publication from the creation of literati after the mid-Kangxi period． Political，
economic，cultural，and other forces had jointly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popular novels as a
dynamic development process． Through the study of popular novel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we can
explor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s modern value． It can also provide insight and referenc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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